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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圈的边界划定是社区生活圈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

现有的划定方法有基于行政边界或控规单元、依据设施服务半

径及可达性、居民日常活动行为三种方式，其中基于居民日常

活动是最接近社区生活圈本意的测度方法。但目前这一方法

的应用主要依靠全球定位系统（GPS）数据，成本高且样本有限，

难以描述社区大多数居民的活动规律，更缺乏对大范围不同类

型社区生活圈的全貌认识。以成都市为例，基于大样本的手机

位置服务数据（LBS），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Infomap）对中心

城区（549 km2）的社区生活圈进行测度，通过识别其规模和边界

特征，进一步探讨空间要素对社区生活圈边界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结果表明：通过选取恰当的单元精度和距离约束d值，可以

获得较好的网络聚类结果（接近15 min生活圈的实际规模）；基

于LBS数据划分的社区生活圈面积规模差异较大，但大多数的

规模处于1~5 km2之间；三类代表性空间要素中，路网密度与社

区生活圈面积规模存在中等程度相关，区位和商业兴趣点（POI）
密度与社区生活圈规模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社区生活圈

的人口密度与三类空间要素存在强相关。基于手机LBS数据

的社区生活圈测度方法可以加深对社区生活圈现象的理解，并

为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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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limitation of the boundary of the living 
circle is both the focus and the difficulty in the study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There are three existing 
delimitation methods，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or 
regulatory planning units， service radius and accessibility of 
facilities， and daily activities of residents， of which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residents are the closest to the original definition 
of the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However，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mainly relies on the data of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which is costly and limited 
in sample siz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escribe the activity 
patterns of most residents in a community and lack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a wide range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living sphere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large sample of the data of location-based services 
（LBS）， a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technique is used to 
measure the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in the central city of 
Chengdu （549 km2）， and by identifying its scale and boundary 
features， the spatial factors such as location， road network 
density and point of interest （POI） density on the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are further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tter 
network clustering results （close to the actual size of a 15-

minute living circle） can be obtained by choosing carefully 
the unit resolution and distance constraint d-values. The size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classified based on LBS data 
varies widely， but most of the sizes are between 1 and 5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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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representative spatial elements， 
road network density and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size， there 
is a moderate correlation， and location and commercial POI 
density are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ize of the 
community living area. However， there exist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three spatial elements and 
population density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measurement method 
based on LBS data， will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phenomen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planning.

Keywords：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asurement; feature identification 

社区是居民日常活动的空间载体，也是国家治理

和地方自治的实践场所。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城乡社会的

流动性和多元化程度不断加强，以“居住区、居住小区” 
为边界、以“千人指标” 为公共资源配置原则的规划方

法逐渐受到挑战。源于日本的“社区生活圈”概念近年

来受到中国学术界和规划实践领域的广泛关注——自

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提出“15 min社区生

活圈”以来，北京、广州、杭州、成都、武汉、长沙、济南、

厦门、海口等城市也陆续启动了本地的社区生活圈规

划。2018年 12月，新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正式生效，标志着我国的社区规划

开始由居住区模式转变为生活圈模式。

然而，当前大部分城市的社区生活圈研究和建设

重点仍然是“在步行范围内，完善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

设施配套”［1］，对于社区生活圈理论的关键问题——生

活圈的边界划分及其影响因素缺乏深入研究。现有的

社区生活圈边界划分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行政或控

规单元边界、依据设施服务半径及可达性、居民的活动

行为。

规划管理者认为，当前我国的社区建设仍处于

培育阶段，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应发挥主要作用，社

区生活圈的划定也应采用街道辖区等行政边界为

宜［2］。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学者的呼应，比如袁家冬

等［3］认为，社区生活圈是一种功能性的城市地域系

统，以最小区划单位（街道）为界统计上更为方便；柴

彦威［4］则指出了另一种行政单元的变体——中国的

单位大院，实际上也是一种典型的社区生活圈，“其

工作单位和附属的居住、生活福利设施空间就是基

础生活圈的边界”。虽然从建设和管理的角度，把行

政辖区或控规单元作为社区生活圈边界有一定的合

理性，但这个边界与居民实际日常活动范围之间的

误差相当大［5-6］，这种误差会在公服设施配套和社区

治理方面造成严重的错配［7］。

利用“服务半径”“可达性”的概念来划定社区生

活圈边界是城市规划常用的手段。除了围绕公服设

施划定300 m或500 m服务半径的方法，规划师也尝

试从居民的角度，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等时出行对居民活动的

可达范围进行测度［8］；以及利用GIS路径分析工具，

将小区外800 m路网距离（而不是欧式距离）范围作

为社区生活圈边界，并对其中的公服设施数量和种

类进行评价［9］。近年来由于多源数据的开放，规划

师们又开始构建基于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
数据的生活圈服务半径，如采用“小区到各类设施最

近距离的最大值”作为社区生活圈的服务半径［10］。

基于居民行为的社区生活圈边界划定更加受到

学者的关注，因为从科学的角度，这是唯一真正接近

生活圈本意的方法。这类研究大多依赖对特定社区

居 民 出 行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调查，例如采用标准置信椭圆方法计

算 GPS 数据边界，得出居民日常活动空间范围［11］；

结合GPS数据与活动日志数据，采用 alpha-shape方
法测度社区生活圈边界［5］；采用最小凸多边形

（convex Hull）方法发现社区居民日常活跃多集中在

距离居住地 400 m 半径的扇形空间［12］；采用结晶生

长模型与核密度分析相结合，深入刻画居民 15 min
生活圈及其内部结构［13］。还有学者关注特殊群体的

社区生活圈边界，如基于GPS数据测算儿童在社区

周边的活动范围［14］；利用 GPS 数据结合问卷调查，

对老年人的社区生活圈进行空间识别，发现生活圈

边界具有不规则甚至飞地特征［6］。这些研究虽然对

居民活动的真实轨迹进行了大量分析，也关注到了

居民个体差异（比如老年人、儿童），但存在三个明显

不足：①GPS调研成本高，样本有限，难以描述社区

大多数居民的活动规律，更缺乏对全市不同类型社

区生活圈的全貌认识；②GPS轨迹已经显示居民的

日常活动不受街道边界限制，但大多数调研仍预先

设定了一个研究单元（一般以“街道辖区”为界），通

过观察本单元居民的活动轨迹来划定生活圈。实际

上，不同精度的分析单元（街道、居委会、小区、单元

楼）对生活圈边界划分有很大影响［15］；③行为研究过

于关注“行为”，对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的、构成社区生

活圈的大量地点之间的联系未给予充分重视，这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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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对社区生活圈概念的深入理解。

实际上，社区边界划分是自 20世纪 70年代始，

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前

者称之为“社区发现”（community detection），后者称

之为“邻里识别”（neighborhood recognition）。两者

的研究目的非常接近：就是要在区域中找出那些“在

功能或联系方面更为紧密”的次级地区［16］。在具体

方法上，地理学关注社区内部的功能联系，多采用因

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识别出具有共性的社区［17］；而社

会学则更为关注社区内部基于地点间的社会互动，

认为“内部互动强于外部互动的区域”即可定义为社

区——这种互动可以是通勤交通［18］，可以是电话通

讯［19］，可以是人口流动［20］，甚至可以是报纸订阅信

息［21］。近年来由于手机、社交媒体等带有地理信息

的大数据出现，基于地点互动的“邻里识别”方法得

到了快速发展，其中尤以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中的复杂网络算法发展最快，为大

范围的邻里识别提供了可能，也为社区生活圈的边

界划分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本文以成都市中心城区（549 km2）为例，通过大

样本的手机位置服务数据（location based services，
LBS），尝试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对社区生活圈进

行测度，并探讨区位、路网密度和POI密度等空间要

素对社区生活圈规模的影响。

1 案例、数据和方法 

1. 1　案例选择　

选择成都作为研究对象出于三个考虑：首先、作为

中国的超大城市，成都市域面积大（14 335 km2）人口多

（约1 400万）、城乡社区类型多样（成都下辖22个区/
县，374个街道/镇，4 357个居委/村委，各区（县）和街

道（镇）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方面差异明显，不同

社区在资源禀赋、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空间特色、文

化认同、生活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社区

生活圈的规划难度很大，本研究以成都中心城区为对

象（含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金牛区、武侯区、高新区

行政范围，下辖81个街道办和556个居委单元，总面积

549 km2）；其次，近年来成都在社区规划与治理方面十

分活跃，编制并实施了包括《成都市中心城十五分钟基

本公共服务圈规划（2014—2020）》［22］、《成都市城乡社

区发展规划 （2018—2035）》［23］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社区

规划，成都经验对全国其他城市具有重要的借鉴；最后，

成都市民文化丰富，社区生活有特色，生活圈研究有一

定的代表性。

1.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收集了成都市社区层面的三类数据：居民

日常活动、公共服务设施POI、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居民日常活动数据是由某数据服务商提供的成都市2017
年5月13—20日为期一周的手机LBS数据（已脱敏并

清洗），是手机用户通过使用各类与地理位置相关的APP
而主动定位的数据，具有精度高，不受信号基站密度影

响的优点。公共服务设施数据是2017年底通过高德

POI抓取的7大类和26小类公服设施信息（包含商业、

教育、医疗、休闲、文体、交通、养老，共119 723有效信

息），以及按照2017年《成都市中心城区十五分钟基本

公共服务圈规划》在建的184处社区综合体信息等。

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数据包括2017年底全市街

道（镇）与居委（村）的行政边界、常住人口、路网边界、

网格化管理单元数等信息。课题组借助2017—2019年
间的多次实地调研已获得了上述数据，初步建成了GIS
数据库（图1）。
1. 3　分析方法　

社区生活圈测度与特征识别是本课题的基础和重

点。从居民个体视角看，社区生活圈可以理解为“以家

为中心，日常活动所及的空间范围”。但个体数量众多，

日常活动的边界也是动态变化的。一座城市到底有多

少社区生活圈以及如何划定边界（而不是街道行政边

界或控规单元），目前在技术上仍有难度［24］——这对于

社区生活圈规划和公服设施配置来说又是必须要解决

的问题。其实，从生成机制看，生活圈也可以理解为“一

定范围的空间，由于居民日常性的‘使用’而产生了某

种内在联系”，是居民“用脚投票”而不是行政区划或技

术分区的结果。将全市居民（本文为手机用户）的日常

活动轨迹进行叠加，就能得到一张联系着城市各类场

所的巨大网络，其中必然有一些节点由于居民的频繁

使用而产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集合（网络分

析中称之为“簇”或“社区”）。借助复杂网络的计算方

法，可以根据联系的强弱把整个城市划分为若干不同

规模的社区生活圈（图2），图中连线的粗细代表联系强

度，不同色块代表发现社区生活圈的边界。在这些生

活圈中，“节点”是居民自住地以及周边的商店、菜场、

餐厅、学校、医院、运动场馆、公交车站等设施，“联系”

则是居民在不同节点之间的活动轨迹，可以通过手机

LBS、出租车、甚至是微博签到等带有位置信息的动态

数据获取。复杂网络的视角能让我们更加接近社区生

活圈的本质——即把居民的日常活动作为测量不同地

点之间联系强度的一种方法，这就是复杂网络方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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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社区生活圈的基本原理。这种地点之间的“内在联

系”是由大量的居民活动和城市功能交互过程中形成

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也可以说，社区生活圈是城市空

间结构的一种基本体现。

基于如上理论，课题将对成都的社区生活圈进行

测度。先整理成都中心城区道路中心线及居委会行政

图1　成都市域和中心城区行政划分图（自绘）

Fig. 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map of Chengdu and its central urban area

图2　基于手机LBS数据（2017.05.17）和路网单元（d=0.5km），采用Infomap算法生成的135个社区生活圈（自绘）

Fig. 2　135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generated by Infomap algorithm based on mobile phone LBS data
(2017.05.17) and road network unit(d=0.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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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以路网单元（LWDY，共计3 691个，平均规模0. 15 
km2）和居委单元（JWDY，共计556个，平均1 km2）分别

作为分析单元；选取1个工作日（2017. 5. 17）的手机LBS
轨迹数据（1 231 433位用户，7 785 826条记录）计入路

网单元和居委单元；采用复杂网络分析中的Infomap算
法计算联系强度，聚类生成社区生活圈。

在“邻里识别”方面，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已经发展出了许多算法，大

体可以分为拓扑分析和流分析两大类。“拓扑分析”

是把内部联系多于外部联系的点的集合划为一个社

区，该方法不考虑节点权重和联系方向，即无权无

向，如 Q Modularity，Fast Greedy 等算法。而“流分

析”则是基于网络节点之间存在的某种流动（物质、

能量或信息），流动越强次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划为一

个社区，该方法考虑节点权重和联系方向，即有权有

向，如Walk Trap，Infomap算法等。显然，基于居民

日常活动的社区生活圈发现更适合用“流分析”方

法，而且 Infomap 算法在小型社区发现方面更为稳

定。Infomap的计算原理如下：假设有同一小区 a的
两位居民甲和乙，他们在同一天分别出现在周边 b，
c，d 和b，e等场所活动，那么因为甲的活动所形成的

社区联系为［a，b，c，d］两两相连，乙为［a，b，e］两两

相连。以此类推就可以得到全市所有居民日常活动

的联系矩阵，从而根据各节点之间的联系强度发现

复杂网络中的“社区”（生活圈）结构。

此外，考虑到全市的手机用户活动距离差异很

大，为了避免无效的“过境出行”，通过在 Infomap中

设定距离约束（d）来筛选出“有效联系”（即两个单元

之间距离小于d值的联系才认为是有效的）。通过

测试不同的d值，可以得到不同数量和规模的“社区

生活圈”（表1）。

2 分析结果 

2. 1　单元精度与d值选取　

初步测算发现，分析单元的精度（resolution）对

生活圈的聚类有重要影响，居委单元（JWDY）由于

自身尺度较大，无法测量居民日常大量的短距离活

动，聚类得出的最小生活圈也有 13. 8 km2。相比之

下，路网单元（LWDY）精度高，对短距离活动敏感，

聚类效果更好（图3）。

表1 不同d值下发现社区生活圈的数量及规模（自制）

Tab. 1　Number and scale of community living cir⁃
cles discovered at different d values

d值
/km

0. 5
1
3
5

10
20

全链接

生活圈数量/个

LWDY
135
98
60
48
44
48
49

JWDY
39
33
18
14
12
12
12

生活圈平均规模/
km2

LWDY
4

5. 6
9

11. 2
12. 3
11. 2

11

JWDY
13. 8
16. 4
30
39
45
45
45

生活圈平均半径/
km

LWDY
1. 1
1. 4
1. 7
1. 9
2

1. 9
1. 9

JWDY
2. 1
2. 3
3. 1
3. 8
3. 8
3. 8
3. 8

注：LWDY为路网单元，JWDY为居委单元，“全链接”指不做距

离约束，将全部活动都计入有效联系

图3　不同精度的分析单元聚类生成的社区生活圈数量比较（自绘）

Fig. 3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generated by clustering analysis units at differ⁃
ent accur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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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d 值从 0. 5 km 逐步增加到 20 km，再到全链

接（无距离约束），中心城区（549 km2）的生活圈聚类

数量从 135 个减少到 44 个，生活圈的平均规模从 4 
km2增加到12 km2。其中，d值在0. 5~3 km时，生活

圈的聚类数量变化最显著——这说明 3 km 以内的

活动是决定生活圈规模的主要联系，超过3 km的活

动对生活圈的形成作用不显著，从手机LBS联系数

量上也能发现同样的规律：小于0. 5 km的联系量（4 
683 625）占全链接联系总量（11 915 470）的39. 3 %，

小于 3 km的联系量（7 799 346）则高达 65. 5 %。当

d值为0. 5 km所形成的生活圈（平均规模为4 km，平

均半径为 1. 1 km）与大家熟知的“15 min 社区生活

圈”最为接近。以下将选取这一模型（选取路网单元

LWDY，普通工作日，d值0. 5 km）展开进一步分析。

2. 2　社区生活圈的空间特征　

目前国内城市在社区生活圈规划和实施中大多

会建议一个生活圈的标准模式，如上海“15 min社区

生活圈”的面积为3~5 km2，常住人口5~10万，人口

密度 1~3 万·km−2。但实际上，每个社区生活圈受

到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影响，并不存在一个标

准模式，这就需要对其规模、边界等特征做进一步分

析。从成都中心城区来看，社区生活圈的面积差异

较大，大但多数的规模处于 1~5 km2 之间，其中 2 
km2占比最大（接近15 %）（图4）。

此外，将135个社区生活圈边界与《成都市中心

城十五分钟基本公共服务圈规划（2014—2020）》边

界（由于行政区划调整，该规划并未覆盖整个中心城

区）进行比较可以看出：①在城市环路、河道、放射状

主干道附近，社区边界与公服圈边界重合度较高。

初步统计，135个社区生活圈中，约有60 %的边界与

现有街道/镇行政边界重合，这些重合的边界大多是

城市快速路、河道等物理阻隔——而行政边界和物

理边界正是当前成都“十五分钟基本公共服务圈”划

分的主要依据。②基于LBS数据发现的社区生活圈

的平均规模要大于公服圈的平均规模（前者有时数

倍于后者），这说明成都中心城区居民的日常活动已

经超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圈”的规划范围。利用LBS
数据发现的生活圈可能更为接近社区居民的实际活

动与需求（图5）。
2. 3　影响社区生活圈规模特征的空间要素　

社区生活圈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规模、边

界和构成要素会随着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交通区

位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为了理解这一动态机

制，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哪些空间要素对生活圈的规

模特征产生了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人口规模和密

度、商业和住宅开发强度、路网密度、与地铁站距离

等要素都对社区生活圈的边界有不同程度的影

响［25］。根据数据收集情况，本研究提出了“三类空间

要素与社区生活圈规模相关”的初步假设，包括：①
距离市中心距离；②路网密度；③POI设施密度（本

文以商业POI为例）。对三个空间要素与社区生活

圈的面积规模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与区位（距离市中

心距离）之间存在弱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 266）；与路网密度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相关（皮尔

逊相关系数为−0. 547）；与商业POI密度之间存在

弱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 313）（图6）。
从相关性分析看，三类空间要素中，只有路网密度

与社区生活圈面积规模存在中等程度相关（−0. 547），
区位和商业POI密度与社区生活圈规模并不存在显著

的相关性。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与中心城区高度城市

化、成都丰富的市井生活形成商业网点均匀分布的特

征有关（各社区都能在日常活动范围内找到足够多的

兴趣点）。下一步如果将成都城乡结合部和乡村社区

纳入分析，区位、商业POI与社区生活圈面积规模之间

的相关性可能会有显著提升。

此外，发现如果把测量社区生活圈规模的参数从

面积替换为人口密度，区位、路网密度、商业POI密度

与社区生活圈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出现了大幅度提升：

与区位（距离市中心距离）之间存在强相关（皮尔逊相

关系数为−0. 738）；与路网密度之间存在强相关（皮

尔逊相关系数为−0. 634）；与商业POI密度之间存在

极强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 930）（图7）。
三类空间要素与社区生活圈人口密度的相关性

明显高于与社区生活圈面积规模的相关性。这一事

图4　135个社区生活圈的面积规模分布（自绘）

Fig. 4　Size distribution of 135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237



同 济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 第 52 卷

实提醒我们，定义社区生活圈的“规模”除了面积，还

应当考虑人口密度，“人口密度—空间要素—面积规

模”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作用机制。社区生

活圈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人口密度、丰富的街道生活

图5　135个社区生活圈与“成都市中心城十五分钟基本公共服务圈规划”边界比较（自绘）

Fig. 5　Boundary comparison between 135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and the “Fifteen-Minute Basic Public Ser⁃
vice Circle Plan for Central Urban Area of Chengdu”

图6　社区生活圈（N=135）的面积规模与空间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Fig. 6　Correlation between size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N=135) and spatial elements

图7　社区生活圈（N=135）的人口密度与空间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Fig. 7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N=135) and spati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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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密度）和服务设施（商业POI）的聚居方式。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梳理社区生活圈概念和测度方法的基础

上提出了两个假设：①从居民的日常活动看，城市存

在若干规模不等的社区生活圈，这是城市空间结构

的基本属性；②社区生活圈的规模与区位（距离市中

心距离）、路网密度、POI密度等空间要素之间存在

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背后有着复杂的空间与社

会机制。实证部分，本文以成都为例，利用手机LBS
动态轨迹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 Infomap算法，验

证了成都市中心城区社区生活圈的存在，且存在一

定的规模差异，这种规模变化与路网密度呈现中等

程度相关，与区位和商业POI密度之间的相关性不

明显；但社区生活圈的人口密度与三类空间要素存

在强相关。

研究在方法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方

法层面，把地理位置信息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将复杂

网络算法与GIS分析相结合，建立基于大样本居民

活动数据的社区生活圈测度方法，可以解决当前社

区生活圈规划的关键技术难点（边界划定）。在实践

层面，基于LBS数据的测度方法不仅可以准确识别

15 min生活圈，还可以通过单元精度和距离参数的

设定，对 5 min生活圈、10 min生活圈，甚至通勤圈、

扩展圈进行识别，从而深入理解城乡空间的多层级

结构及其内在联系，为城乡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也存在三方面的不足：① 受数据限制，目

前仅选择一个工作日，在中心城区范围内对区位、路

网密度、POI密度要素与社区生活圈规模的相关性

进行了分析，未来研究将考虑更多工作日、重要节假

日（春节、十一国庆等）以及代表夏季、冬季的关键日

数据，从而更全面刻画社区生活圈的动态边界。同

时还有必要将LBS数据拓展至整个市域，增加土地

使用、开发强度、商业与住宅密度、其他POI设施等

空间要素做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② LBS数据所对

应的主体与活动类型较为丰富，下一步有必要对其

深入分析，尝试提取出“与社区生活圈紧密相关”的

居民活动数据后再做“邻里识别”运算，从而精确刻

画不同社区生活圈的边界和内部结构；③ 大数据分

析仅仅揭示出空间要素与社区生活圈规模、人口密

度之间的相关程度，但这种相关背后的影响机制异

常复杂，还需要结合实地调研和居民访谈进行深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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